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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根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23）

中，對於我國所頒布施行《身心障礙者權

利公約施行法》的簡要介紹如下：

為於我國實施2006年聯合國《身心障

礙者權利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以下簡

稱CRPD），維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其平等參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之

機會，並促進其自立及發展，特制定《身

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使得CRPD

保障身心障礙者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

律之效力。本施行法規範行政院成立身心

障礙者權利推動小組，以推動CRPD相關

工作，並建立身心障礙者權利報告制度及

法規檢視與修正期程。

參考《精神衛生法》修正草案總說

明（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無日期），本

次修法參酌CRPD以及《兒童權利公約》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Children, 

CRC）等相關國際公約規範，用以提升精

神疾病病人自主權、就醫權及平等對待等

權力。而修正草案第30條以及第31條的修

正重點說明中，再再呈現出對於病人的就

醫自主權主張。

上開相關法規的制定與修正，可以

看出我國正朝向障礙平權主流化的路上邁

進。主流化（Mainstreaming）作為帶有

ing字尾之形容詞，所衍伸出的名詞，將

主流化擺在名詞字後，可以想像將該名

詞，帶入逐漸進入社會主流的過程。障礙

平權主流化也跟上性別主流化的腳步，

期待可以透過主流化的過程，複製性別

主流化的經驗，將障礙平權推展成為普世

價值。

但除了障礙者本身的權益，新北市康

復之友協會（無日期）在其官方網站上，

亦呈現出不同的論述。協會認為本次對於

《精神衛生法》修正草案中的第28條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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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二款：「對病人不得有下列行為：

有扶養義務者經通知後，無故未盡扶養義

務」對於家屬影響最大，雖後經王婉諭、

林為洲、范雲以及吳玉琴等跨黨派多位立

法委員，協助將該條文刪除，但卻沒有解

決目前國內對於精神疾病病人後續處遇的

隱患。

如同Lester（2014）在其研究中操作

的電車難題（Trolley Problem）一般，面

對精神疾病病人權利，以及家屬或其他社

區民眾權益共同在我們面前出現衝突時，

當下的倫理選擇，在人們進行道德決策的

過程當中，產生一定的困境。

《精神衛生法》第28條第一項第二款

之修正提案，令人細思恐極，這樣的修正

提案，間接印證一句都市傳說：「一人生

病，拖垮全家」。本次修法，便將「家屬

人權」以及「精神病人人權」的衝撞，推

上風頭浪尖。

貳、國內外對於人權的論述

承前言，我國透過《身心障礙者權利

公約施行法》，將國際公約國內法化，用

以保障身心障礙者人權，筆者於本段整理

國內外對於人權之論述，用以強化本文對

於「人權」之論述基礎。

一、我國對於人權的相關論述

我國將中華民國人民的權利及義務規

範在《中華民國憲法》（1947）第二章，

凡屬中華民國人民，享有法律上一率平等

原則。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

應予保障。第22條之規定：「凡人民之其

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

者，均受憲法之保障」。

聯合國陸續推動核心人權公約，而

我國也陸續透過通過施行法將國際公約國

內法化，用以形成國際人權規範，並將其

形成一種普世價值。人權體系雖然發展久

遠，但陸續形成體系推估在18世紀以後，

透過法治概念以及有文明的國家及國民，

進而共同形成行為共同準則（翁燕菁，

2017；蘇俊雄，1987）。

二、國外對於人權的相關論述

Regilme（2019）整理人權相關論述，

認為可以透過形上學的角度重新思考人

權，並且倡導建構主義的人權觀，需要更

通俗、多元以及本土化的人權概念。人權

的實現取決於個人與本地社區的組織及理

性審議。

Raekstad（2020）在其研究中引用了

麥基恩（McKean）對於格斯（Geuss）人

權說的三個批評，其中一項提醒讀者，在

現實政治中，所有的行動中一定會產生與

之相關的成本，而該行動中的每一次的選

擇，都會排除一系列其他潛在的行動，這

些行動與當次的選擇是無法兼容的。而研

究者也在最後對於這樣的批評，提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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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變形的現實主義，以辯論的形式，用

以糾正錯誤的陳述，透過強化的批判力，

重新認識政治倫理，使現有的權力結構和

意識形態形態更加清晰。

Rousseau等人（2023）的研究中指

出，過去幾個世紀，各種國際公約施行以

及國際公約國內法化，這些都觸發國內對

於保護規範得以增加，這樣的改變使得暴

力明顯減少，人權保護有所增加。人權被

定義為全人類不論種族、性別、國籍、族

裔、語言、宗教或任何其他身分，共同享

有的一套普遍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

由權、受教育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基本

權利。該研究中也發現，民主國家由於當

局的政治限制，不太可能實施侵犯人權行

為，但在社會心理學的相關文獻論述中呈

現，某些個人心理特徵，可能會促使人們

支持違反人權規範的行為，例如，渴望社

會主導地位或缺乏同理心。這樣的民眾支

持，可能會導致民主國家可能發生侵犯人

權的行為。

參、 電車難題（Trolley Problem）

古典電車難題實驗設計，是透過選

擇轉換軌道轉轍器，用以評估人類對於兩

難困境之下，如何做出道德決策過程。電

車難題也被嘗試應用在其他議題的評估之

中，而筆者亦希望藉由電車難題，引入本

文欲探討核心議題，藉以引發大眾對於

「家屬及社會人權」與「精神疾病病人人

權」的兩難抉擇。

一、古典電車難題設計

Oftedal等人（2020a）的研究中，整

理過去對於電車難題的相關研究，認為電

車難題是廣泛應用在倫理學以及心理學的

經典實驗，用以說明結果論以及倫理論思

維之間的差異。典型的電車實驗版本，通

常會出現不同的情況下進行選擇，這些情

況包含造成一至五人會死亡的狀況。最初

的版本，是透過電車軌道切換閘的切換選

擇，由受測人決定是否將電車由駛往撞擊

五人的鐵軌上，轉移到撞擊一人的鐵軌

上。研究團隊期待透過本次實驗，將電車

難題嘗試用在疫苗接種問題上。研究團隊

認為，開發測試新疫苗時，研究參與者在

接種測試疫苗時，皆會產生風險，而這樣

的風險，卻可以在開發新疫苗的時候，做

出巨大貢獻，但風險可能會造成人命的損

失，不過通過實驗後，卻可以造福全球民

眾。這樣雷同使研究團隊認為這與電車難

題有共同處。經過實驗後，本次研究的結

果發現，兩者的分數沒有發現統計學上顯

著的相關性。

Lester（2014）的研究中認為，電車

難題通常會成為研究人們如何做出道德決

策的常用技術。過去經典的研究設計，得

到的結論都偏屬於功利主義。其中變異數

可能包含了獲救人數、人員特徵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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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發現在一個西班牙的研究當中，出先

一個利他行為的結論。該次研究設計，透

過蒐集受訪者如何看待將陌生人推下鐵軌

改變電車路徑，或透過自殺式方式跳入鐵

軌改變電車路徑，而結果呈現出大部分的

受試者願意接受犧牲自己的生命，來解救

鐵軌上的人員。研究團隊將該研究，換成

比較美國學生選擇電車難題人選。結果發

現，受測者們皆比較能夠接受自殺的方

式，並認為該做法更趨近於正確的做法。

這樣結果，也可驗證本次實驗的一項預

測：為了拯救他人而進行的利他自殺被認

為比為了拯救他人而殺人在道德上更容易

被接受。

二、電車難題設計的其他應用

Oftedal等人（2020b）在另外一篇研

究，用以回應電車難題是否適合用作疫苗

接種測試的實驗。而其中重新說明了電車

難題概念，電車難題通常被視為說明了做

與允許傷害的複雜性，以及道義論和結果

論觀點之間的衝突如何在各種假設場景中

發揮作用。當下的實驗旨在評估人們對各

種電車問題的直覺與受訪者在更具體的背

景下的道德選擇的相關程度，其中道義論

和結果主義推理是相關的。當次實驗目的

是測試道德理論與結果論取向從枯燥無味

的環境，轉移到更加情境化環境的可轉移

程度。

Cao等人（2017）針對困境類型、框

架模式以及拯救生命的數量對於道德的影

響程度進行研究。研究發現，困境類型、

框架和拯救工人數量的主效應均顯著。困

境類型與獲救工人數量的交互作用以及三

個獨立因素的交互作用均顯著。結果表

明，道德判斷受到框架的影響。具體來

說，人們在積極或中性的框架下更傾向於

功利主義，在消極的框架下更傾向於直覺

主義。此外，這種影響可以通過困境類型

和挽救生命的數量來調節。

肆、精神疾病病人照顧議題

我國對於精神疾病病人的認識以及照

顧議題普遍多有不足，經常會有以訛傳訛

的現象產生，也是造成社會對於精神疾病

汙名化的來源，因我國本立有專法《精神

衛生法》，本文引用該法定義作為本文專

有名詞之來源。並整理相關國內外對於精

神疾病照顧議題論述。

一、精神疾病病人

依據我國《精神衛生法》（1990／

2022）定義精神疾病如下：

指思考、情緒、知覺、認知、行為

及其他精神狀態表現異常，致其適應生活

之功能發生障礙，需給予醫療及照顧之疾

病。但反社會人格違常者，不包括在內。

（第三條第一項）

同條第三項定義病人為：「指罹患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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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疾病之人」。

綜合《精神衛生法》規範，筆者將

我國所稱之精神疾病病人整合定義如下：

「罹患思考、情緒、知覺、認知、行為及

其他精神狀態表現異常，致其適應生活之

功能發生障礙，需給予醫療及照顧之疾病

之人」。

二、精神疾病病人之照顧

全聯會世界醫師會工作小組（2009）

在其精神疾病病人發出的倫理議題聲明

中，認為精神科專科醫師在治療精神疾病

病人時，不應受社會因素影響而有所妥

協，應在病人有造成公共危險的狀況下，

方得以例外情況處理。對於非自願性住

院，因涉及到倫理爭議，醫師應將強制

住院視為例外，且在有醫療必要時方得

為之。

張文彬（2021）為了了解精神病人

與長期照顧之關係進行了本次研究。其中

發現我國長照制度對於精神疾病病人，

提供長期照顧時，所產生的困境包含如

下：（一）病人老化，家屬無意願接受病

人返家；（二）無法有符合精神病人之特

質的復能及長照服務；（三）人力不足；

（四）精神病人的家庭照顧者體力、情

緒、經濟負荷等需求無法獲得滿足。其中

認為：「精神疾病的長期照顧制度，應

以家庭為核心，進而擴大至整個社會環

境」。且透過國家法律制度的制定，以保

障精神病人的長照權益。

呂嘉穎（2022）的研究結論中認為，

精神疾病病人，仍有疾病發作的隱患，但

其中也有發作程度、間隔的區分。對精神

疾病病人而言，壓力都可能成為加重病情

的最後一根稻草，就臨床實務的觀察，可

以有效降低以及緩解症狀，是以適當的治

療與輔導介入最有有效，其中對於家人與

親友的陪伴，同樣也能發揮效果，讓精神

疾病病人的病情，可以逐漸改善。

三、精神疾病病人照顧問題

孫凡軻等人（2009）對於出院精神

疾病自殺病人進行被照顧的研究，認為病

人因為無法調適生活而有自殺行為，又因

為自殺被送入精神科急性病房進行治療照

顧。出院後，協助照顧者便由醫療團隊轉

移到家屬。病人可以感受到家屬日夜守護

的照顧，並且維持其基本需求，使其維持

心理平靜。但受訪的15位受試者中，其中

有9位有產生再次自殺意念或已有再次自

殺企圖。

蔣秀容等人（2016）根據前篇研究延

伸對於照顧自殺企圖者之照顧負荷與經驗

進行研究，發現長期照顧自殺企圖者，會

造成身心俱疲的狀況，使得照顧者產生無

形壓力，為了處理突發狀況，進而影響到

照顧者本身的工作，陷入工作與家庭無法

兼顧之窘境。又為了面對現實生活，出現

睡眠紊亂而有求醫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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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相關文獻統計資料顯示，思覺

失調症是復發率極高的腦部疾病，且至少

33％為難治型（Refractory）。精神疾病

病人回歸社區生活，需要多元以及充足的

社區資源介入掌握。面對精神疾病病人，

時常會受來自於症狀的影響，造成病人的

認知及社會功能的退化，功能退化，也明

顯造成病人在資訊獲取或服務使用上發生

障礙。又以服藥遵從性為例，病人會經常

因為病識感問題，導致病人會故意短服或

不服用藥物；而部分因疾病造成病人減損

能力後，也可能造成病人無法有效配合服

藥（徐淑婷，2023；張耿嘉等人，2021）。

精神疾病病人的不可控，並非來自

於疾病本身。疾病本身特性，造成人類腦

部運作病變，使得病人思考及行為模式紊

亂，而病人又因病識感問題，服藥順從性

降低，致使病人狀態反覆著不穩定，造成

照顧者壓力。

伍、精神疾病病人的社區照顧

黃耀輝等人（2018）在其研究中認

為，復元理念強調精神病病人的自主權，

以及建立病人的嶄新生活型態，而期待透過

研究，可以探討精神病患的復元歷程之現況

及其相關因素等目的。研究結論認為，對

於精神疾病病人在工作壓力的調適照顧，

可以透過社區精神衛生護理人員提供，並

且在社區協助病人對於精神疾病汙名化的

因應策略，並且推動全民心理健康促進，

用以提升大眾對心理疾病的認識與接納，

以消弭疾病污名化，以利病患復元。

楊明仁等人（2022）的研究中，簡要

的將目前臺灣社區精神疾病服務概況做了

以下說明：

嚴重精神疾病病程慢性反覆發作，同

時伴隨著也會出現整體功能退化現象。在

去機構化運動後，臺灣目前有九成嚴重精

神疾病康復者居住在社區中，不過由於針

對精神康復者的社區照護未能完善發展，

過去都以醫療體系社區精神復健作為替

代；但因社區照護不足，嚴重影響精神康

復者的人權，以及社會安全。

吳慧菁與何建忠（2023）針對我國心

理衛生社會工作者在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的

布建進行研究。其中認為，在社區之中，

推展社區心理衛生照護模式，是以居家照

護為主，並且用以提供精神疾病病人可

以在社區生活的支持系統，結合家庭照顧

者，推動可近性與在地化。其中有提及，

在提供服務的對象中，經常會因為缺乏病

識感，導致個案就醫順從性不佳，致使服

務對象產生疾病的干擾狀況，產生了行為

問題，進而產生了社會問題。

陸、 把精神疾病病人與家屬推上

軌道

雖然依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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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官方網站上所述，王婉諭、林為洲、

范雲以及吳玉琴等跨黨派多位立法委員，

嘗試著將兩者自鐵軌上同時移除，但細思

極恐之處，使得筆者不得不進行溯源，用

以知悉本次修法意涵。根據行政院新聞傳

播處（2023）公開資料顯示，在《精神衛

生法》修正草案的修法總說明及對照表，

提出第28條第一項第二款修正案：「有

扶養義務者經通知後，對病人不得有無

故未盡扶養義務之行為」。觀其說明，仍

援依《民法》（1929／2021）扶養責任作

為論述依據，雖稱擔心親屬因相關情事無

法提供扶養義務，因此訂定「經通知後，

無故……」之條文，用以留下但書作為退

路，再次將《民法》扶養責任扛出，將

「家庭責任」議題檯面化，把家屬推上了

軌道。

我國《民法》親屬篇中規定，相關

親屬間，是有互負扶養之義務，並且明文

正向表列扶養序列。《民法》（1929／

2021）第1117條第一項規定：「受扶養權

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

為限」，又同條第二項：「前項無謀生能

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

之」。前開兩項規定，可以解讀為，直系

血親尊親屬，無論是否具有謀生能力，直

系卑親屬皆應負有扶養義務，但除直系血

親尊親屬外，尚須考量被扶養人，是否具

有不能維持生活，或是否具有謀生能力。

我國除《民法》規定外，綜觀我國相

關行政法規，對於相關有「被照顧之虞」

之群體，皆有相關法令介入，將「家庭責

任」納入規範，用以保障被照顧者的生存

權。以本文主題的《精神衛生法》（1990

／2022）為例，該法規定：

病人或有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狀

態之人之保護人或家屬，應協助其就醫

或向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諮詢。（第45條第

一項）

第36條第一項規定：「保護人或家

屬應即時予以緊急處置」。再再可以觀察

出，對於承擔責任的歸屬上，政府期待透

過法律規範，將家庭納入分擔照顧精神疾

病病人的行列之中。

筆者整理在臨床上，對於兩難之間選

擇的家屬與住民的故事，用以呈現在臨

床實務上，「家屬」、「病人」選擇的

兩難。

一、來自姐姐的擔心

因服務機構屬性，目前安置在服務

機構的住民，依照相關規範，可以透過正

當程序進行請假手續，依規定，一個月請

假上限可為14天。機構保持鼓勵住民回歸

社區的理念，認為持續讓住民可以穩定返

家，可以提供住民社會刺激及家庭情緒支

持，用以強化住民治療動力，對於住民請

假返鄉都保持著正向態度看待，但對於家

屬而言，返鄉的意義就有所不同。

某天某位住民的姐姐來電詢問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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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鄉乙事，聽著姐姐從電話彼端傳來的擔

心，敘說著住民的故事，案家因手足皆成

年各自離家，案家中僅剩下年邁老媽媽，

已沒有力量可以在住民狀況不佳的時候，

協助穩定住民，而案手足也因為各自成

家，雖住居所離案家不遠，但仍然無法及

時返家協助案母。

案姐觀察住民每次返鄉，因為機構有

結構的生活模式，讓住民在治療環境中可

規律生活，剛回家的前幾天，表現相對穩

定，但陸續會開始使用提神物質（如罐裝

咖啡等），日以繼夜之下，逐漸產生紊亂

的生活模式。老媽媽擔心過度的關心，造

成住民的反彈，而不敢介入；擔心不介入

的狀況下，住民持續的作息紊亂，會導致

後續的發病狀態，使得老媽媽擔心不已。

而最令人煩惱的事，雖然案家有老媽

媽的擔心，但又礙於住民的狀態，也沒有

辦法斷然地拒絕住民，讓案家中的其他成

員煩惱不已。

二、弟弟請託的來電

近代在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

盟的推動之下，為了要推廣精神疾病病人

與病共存的理念，以及持續進行大眾對於

精神疾病去汙名化、提升精神疾病康復者

的認同，辦理了健心盃以及鳳凰盃等，唱

歌、才藝表演以及運動等競賽。

依照過往的經驗，會邀請住民家屬到

場參與對於住民而言的光榮時刻，也可以

順帶促進住民以及家屬之間的情感連結，

若有機會，還可以藉此踏上久未歸的家。

某次辦理場域恰巧在某住民的戶籍所在縣

市，依往例，住民知悉自己錄取，可以代

表機構前往參加比賽，就自行致電家中，

欲取得父母親的同意，在比賽之餘，返回

家裡一趟。

已經雙雙年邁的父母親，憶起多年前

尚未將住民送至機構時，在家中對於自己

的傷害以及對於住民照顧上的無力感，讓

老父親接到電話的當下，就將電話掛上，

這樣的舉動讓住民手足無措，這樣的手足無

措，使住民將情緒，轉換成憤怒及恨意。

老父親的擔心，透過案弟來電，重新

組織這個家庭故事。電話接通的當下，案

弟緊張得希望社工可以協助轉知住民，因

為老父親年紀已大，許多身體機能（如聽

力）已經退化，無法清楚知悉住民想要表

達的內容，但並非要對住民進行遺棄的行

為，希望可以透過社工轉達案家立場，不

要造成住民誤解。

案家的擔心，仍是來自於住民年少

時對於案家的傷害，造成案家對於住民的

陰影。活動場所離案家不遠，這樣的距

離，住民若私自脫隊，是可輕易自行返

回家中。這樣的不確定性，造成案家擔心

不已。因為這次活動，是可以增加住民榮

譽感的社會參與活動，但又因為這樣的擔

心，造成案家也裹足不進，無法輕易地下

定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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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與家屬在同一條軌道上的

社會大眾

在本文論述的電車難題中，在上述論

述過程，筆者已可將精神疾病病人以及家

屬，妥妥放置在鐵軌兩側，而電車難題的

主要概念，用以觀察選擇過程中的兩難議

題。但除了家屬之外，依照筆者透過整理

相關文獻，以及近年來有關於精神疾病病

人相關的社會事件，社會大眾對於安全的

需求，筆者認為，社會大眾應該也站上與

家屬同側的軌道之上。

顏秀珍與楊美賞（2004）在其研究前

言中，呈現了目前社會大眾的眼光，對於

精神病病人及其家屬所產生的壓力。因為

社會大眾對於疾病的錯誤認知，所以對於

精神病人的眼光，都會使得照顧者期待對

於精神疾病病人的照顧趨於低調，用以降

低外界對於家庭的負向關注，但這樣的結

果，也造成案家在提供精神疾病病人照顧

時的孤立無援。

2014年鄭捷案，在臺北捷運上對於乘

車民眾進行隨機殺人行為，案發後，司法

系統依往例對於鄭捷進行司法鑑定，嘗試

將案發行為進行歸咎，並與精神疾病產生

關連。當時又將社會輿論關注到了「精神

疾病病人」。

2019年，某男因罹患有思覺失調症，

因疾病關係，持刀刺入欲前往協助某男的

鐵路警察，並且造成鐵路警察殉職。案發

當年，再次引起社會大眾譁然。

北臺灣最大的精神照護機構之一，

也遭遇到社區民眾將機構視為嫌惡源的困

擾。在某精神照護機構周遭的民眾，也將

精神疾病病人視為不定時炸彈，對於機構

的存在，也是抱著恐懼感，更甚者有認為

機構具有神秘感，保持著淡漠、疏離的關

係，老死不相往來的態度（張碧凰等人，

2021）。

林靜蘭（2023）研究中的前言提及，

社會大眾對於精神疾病病人的烙印觀感，

都會造成精神疾病病人症狀加劇的風險，

進而影響精神疾病病人的復元狀態以及回

歸社區等。而部分不良烙印感受，也會使

得精神疾病病人就醫率降低，這樣的烙印

感受，可能來自於病人本身遭受到不平等

的醫療照顧。

根據臺灣高等檢察署官網（2022），

對於設置司法精神病院的必要性的衛教

網頁上，透過QA（問答）方式，告訴閱

覽者，政府為何需要設置「司法精神病

院」。其回應如下：

因今年（民國109年）4月及8月間，

法院接連判決殺警案、弒母案兩件具精神

障礙者之被告，涉犯殺人無罪，但應接受

監護宣告之強制治療，然而目前比較欠缺

除能提供專業醫療、社工輔導、職能治療

或心理諮商之醫療資源，又能兼顧高度安

全戒護之醫療院所，作為強制治療之處

所，所以今年6月18日起至7月間，由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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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林政務委員萬億負責主持統籌，召集衛

福部及法務部進行跨部會會議，研商司法

精神病院之場址與相關設施之建置。

捌、討論

一、我國政策對於家屬的友善度

我國《民法》親屬篇中規定，相關

親屬間，是有互負扶養之義務，並且明文

正向表列扶養序列。《民法》（1929／

2021）第1117條第一項規定：「受扶養權

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

為限」，又同條第二項：「前項無謀生能

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

之」。除民法之外，《身心障礙者權益保

障法》與《精神衛生法》等相關行政法

規，多少立有「家庭責任」規範。

《民法》（1929／2021）第1119條規

定：「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

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

定之」，觀本條規定可以推估，我國《民

法》所稱之扶養責任，係屬財產權之權利

義務。對於具有財產權性質的扶養義務，

啟動條件須為進行實際請求行為，且若對

於手足進行請求時，若未經行裁定，導致

沒有具體內容可供請求權人進行強制執行

（蔡旻家，2018，頁28）。

來自於行政法規以及社會角色責任的

壓力，使得家庭照顧的壓力，呈現出如本

文主題所關心的議題，家屬與病人的電車

難題。對於精神疾病照顧問題，如張耿嘉

等人（2021）及徐淑婷（2023）研究中所

呈現，精神疾病病人因疾病特殊性，其中

思覺失調症又是復發率極高的腦部病變，

而症狀的干擾，皆造成病人的社會功能以

及認知功能有顯著的退化，其中對於病識

感以及藥物順從度，對於疾病照顧更加提

升難度。

聯合報記者林琮恩（2023）的專題報

導歸納整理相當論點，指出目前我國在社

區系統之中，無法建構足以滿足照顧精神

疾病病人的資源系統，包含了就業市場。

這樣的資源缺乏，也經常讓病人或家屬容

易將病人滯留在醫療系統之中，持續讓病

人接受住院服務。

二、法律對人權保障的授權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7）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法規概要》中，序

言結語有一段話，讓筆者相信，我國用以

維護身心障礙者權利的方式，係透過國際

公約理念，而非以剝奪他人權利：

他們的基本權利受到尊重與保障，

身心障礙者不是社會需要給予慈善對待的

人口群，而是與所有人一樣是這個社會的

基本公民，只是他的基本權利需要更多的

支持才能獲得保障，社會與國家提供給身

心障礙者的基本人權保障，也不是因為我

們簽了這個公約，而是他們與生俱來的人

權。唯有尊重這個社會中每個份子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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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我們社會才會更好。（頁9）

我國《行政程序法》（1999／2021）

第四條至第八條對於行政行為進行了規

範，包含第七條及第八條保護機制。衛生

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7）《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約法規概要》中，可以看見我國

引入CRPD，是為透過國家政策行為，用

以弭平身心障礙者因其障礙導致的權利行

使之喪失。並且透過法治程序，用以實踐

身心障礙者平等的法律權利與能力。目前

我國《民法》（1929／2021）及《中華民

國刑法》（1935／2023），都將成年或負

完全責任人之年齡定於18歲，而《民法》

更將18歲以上視為自然人，須為自己行為

負完全責任。綜此，筆者認為，不應將一

自然人之行為管制責任加諸在另一自然人

之上。

《中華民國憲法》（1947）也提供保

障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的最高

法源。在第22條更明文規定：「凡人民之

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

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但，在其他行

政法規太容易把「扶養」乙事，從原先財

產權請求，擴大解釋到人格權保護。進而

造成為了保障病人人權，卻將保護責任追

加在家屬身上，致使家屬的權利受損。

三、責任全放在家屬角色之議題

不可諱言，我國精神疾病病人照顧

體系中，家庭照顧者對於醫療團隊是重要

支持系統。我國某醫療機構，透過個案報

告的模式，呈現利用出院服務的概念，服

務一名因為家庭功能不佳，持續有精神病

症狀干擾的病人，反覆住院的過程。由主

責護士，在院照顧期間，透過護理問題評

估，透過出院準備的概念，擬定出增加服

藥遵從性、自我照顧能力以及家屬因應能

力等照顧目標，在與精神醫療團隊成員及

個案家屬協調，促使個案返回社區，使個

案可以在社區中，維持基本社會功能，從

後續追蹤中可以觀察透過本次介入，有其

相當成效（康云瑄等人，2004）。

綜觀近年國內有關照顧者的相關研

究中，可看見照顧者為提供被照顧者的照

顧行為，而對自己犧牲工作及家庭，以

及看見精神疾病病人，多次重複的症狀

表現，使得照顧者感受到壓力（孫凡軻等

人，2009；張文彬，2021；蔣秀容等人，

2016；顏秀珍、楊美賞，2004）。就上述

研究提及，筆者感受到，家庭照顧者，為

了照顧精神疾病病人，照顧者也被社會以

及政府，被迫著使得自己的自由與權利遭

受侵害。

玖、建議

根據CRPD的理念，國家與社會應

須推動相關制度，用於保障身心障礙者

基本人權，依據我國《中華民國憲法》

（1947）所稱，政府需要對人民之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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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工作權及財產權進行保障。又對於人

民的自由權分散於數條規範，筆者於此將

統稱為自由權，也歸於基本人權，本文將

就相關議題整理建議如下。

一、工作權

對於工作權之保障，我國勞動主管

機關持續以「同工同酬」作為保障「身心

障礙者」工作權的基本論述，但卻始終與

實務脫節的概念。而脫節的緣由來自於何

為「同工」。精神疾病病人的特殊性，工

作產能很難達到「資本世界」中與他人

「同工」的境界，因此只能以「同時」替

代「同工」，這樣的狀態，不容易被資

方接受，持續導致工作權益被損害。我國

目前就業服務僅將工作場域區分為「競爭

性職場」、「支持性職場」及「庇護性職

場」。未來是否可參考「加工出口區」的

設置理念，設置「身障專區」，用以分類

分流工作類型，創造符合身心障礙者特性

之職種及職缺。

二、照顧責任

人民之生存權，筆者相信應包含「身

障者」、「家屬」及「社會大眾」。太

多的故事告訴我們，照顧身心障礙者的

家屬，已經造成家屬以及身障者本身的

生存權被侵害，但政府仍透過眾多的規

範，將責任下放給家屬。我國《行政程序

法》（1999／2021）在第7條明文規範行

政行為原則，包含了對人民的權益損害最

少以及不得失衡原則；《民法》（1929／

2021）第18條規定：「人格權受侵害時，

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依該法第195

條，人格權包含了：「身體、健康、名

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

害其他人格法益」，且請求權不得讓與或

繼承，上開條文之相關內涵，皆可支持將

扶養責由「家屬」角色抽離。筆者建議，

政府應提高其對需照顧國民之照顧責任，

例如，在「精神疾病病人」存有被照顧之

需求時，便是政府的社會福利系統介入時

機，用以降低身障者照顧議題對於家屬的

生存權侵害。

三、就醫權

根據我國《精神衛生法》（1990／

2022）相關規定，目前我國精神疾病病

人，除在特殊條件下的嚴重病人外，可

自行選擇門診、急診、全日住院、居家治

療等治療模式。考量CRPD、《精神衛生

法》以及《醫療法》精神，精神疾病病人

應可在其認為有需要取得醫療協助時，由

本人便可選擇決定自己的醫療意向，醫療

院所不應以需取得法定代理人、配偶、親

屬等人同意，方得施以治療為藉口，剝奪

未有被「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病人

的就醫選擇權。用以增強病人本身的就醫

自主權利，也降低家屬對於病人就醫選擇

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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